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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下，万众一心，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这套政治
修辞围绕党、民族、国家形成了
一种宏大的官方叙事，不仅空洞
抽象，而且十分套路化，如果去
掉其中特定的时间和事件，这套
语言修辞放在任何一年的春晚上
几乎都是适用的。另一方面，套
路化和官方化使春晚的语言体现
出高度的仪式性，然而这种仪式
性已非传统春节包含的家族仪式
性，而变成了一种国家仪式，并
且，这种国家仪式由于电视的单
向传播和对时间的垄断而具有了
一种强迫性，它使语言本身的感
染力不复存在，语言不再是内在
真情的自然流露，而变成某种规
范意义的外在强加。如此一来，
上述非常规的民间语言和规范的
官方语言构成了春晚语言的两
极，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意义指
向和心理效果。对于电视机面前
的大众而言，他们的情绪始终处
于刻意制造的欢庆氛围里被牵着
走，他们在寻求节目愉悦的同时
还必须不时聆听政治和道德的宣
传洗礼，春节原本的狂欢心理体
验和家庭仪式性在这两种话语的
强烈张力中消弭殆尽。
狂欢的本意是在欢笑中暂时忘
记日常生活等级化的秩序世界，
乃至去中心化，而春晚随着民族
国家意识形态的全面介入和对其
成员的道德教化，作为对象的观
众很难再保持传统节日的喜庆心
态，春晚实际上已将春节“‘篡
改’为对于一个个孤立个人的
‘意识形态格式化’的契机”⑸。
换言之，春晚的话语叙事恰恰是
要强化国家意识形态这个中心，
建立和强化社会的道德伦理秩
序。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召唤下，
作为对象的大众很难再保持节庆
的轻松心态，节日的狂欢庆典也
由于国家意识形态化和电视技术
而丧失了全民参与的自由度，
“它已经被新意识形态所‘买壳
上市’，春节也失去了其原有的
快感和意义，最终从民俗的狂欢
走向伪民俗的无趣。”⑹从这一意
义上说，在春晚这个话语场内，
代表春节民间话语的家族仪式性
和大众狂欢化这一原初内涵，遭
到了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这一政治
话语的全面介入和消解。
二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入与消
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不断扩散，以
广告为代表的商业资本逐渐介入
当代春晚的话语体系中，且有愈
演愈烈之势，成为春晚叙事结构
的另一重要维度。央视春晚自20
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市场
化和体制化的运作方式与特征，
其表现之一即春晚利用其优势性
的政治资源和象征意义，与商业
资本达成某种契合，允许商业广
告的进入，从而获取经济利益。
整场晚会软硬兼施的广告设计和
商业话语，包括报幕、台词、字
幕、贺电、拜年、特写、冠名等
各种植入方式，使春晚在娱乐和
教化大众的同时，也成为广告展
示和资本竞争的一块商业场，并
对当代春晚话语的意义结构形成
相当大的影响。这种由广告话语
构成的全新商业叙事强化了春晚
的商业气息与消费主义性质，成
为春晚复调话语的第三重维度，
从而与春晚的民间话语和政治伦
理话语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而正
是这第三重维度的商业叙事，又
对第二重维度的政治伦理叙事在
叙事逻辑上构成对抗乃至意义的
消解。
由于央视具备垄断性的国家平
台和高收视率，除夕春晚这一年
度黄金时段也成为各大企业竞相
投放广告的吸金之所。在每年一
度的央视黄金资源广告招标中，
春晚占据重要比重，其中包括晚
会前后的广告套装和企业赞助，
而中标企业的套装广告会出现在
春晚节目流程的各个环节中。商
业话语对当代春晚的介入深度以
广告收入为最直接有力的证明：
2002年春晚广告总收入2亿元，
2009年升至近5亿元，2010年达
6.5亿元，2011年仅广告标底就达
2.912亿。春晚根据企业广告投放
额度不同，在晚会中细分为进场
价、贺电价、特写镜头价、片尾
字幕价等多个档次，其中吸金率
最高的当属零点报时冠名广告和
“我最喜爱的春节晚会节目”评
选活动冠名广告。以后者为例，
评选活动冠名广告费从2006年的
4508万开始，每年增长约500万，
到2009年骤增至7099万元，2010
年达1.1099亿元，2011年的标底就
高达1 . 26亿，其增长速度是显而
易见的。随着广告的竞相投入，
春晚逐渐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商业
运作模式，成为市场化程度最高
的一台晚会。这不仅体现在春晚
详备的广告招标体系，更在于春
晚节目中包含的各种广告形式，
后者从春晚中最初的硬广告发展
为各式活动营销、事件营销、植
入式广告等。如2002年春晚小品
《邻里之间》结尾，演员们集体
亮相，高举手机号召大家都到手
机上发信息，实际上就是一个变
相的手机短信广告。而当年由央
视和中国移动合作推出的“2002
年春节联欢晚会”短信互动，也
开创了中国电视除广告收入之外
的另一种盈利模式。此后2006年
春晚关于大熊猫命名的短信投票
活动可谓成功利用了这一模式，
创造了过亿的短信收入。然而事
后《北京晚报》报道称，有观众
在不知收费的情况下参与了投
票，后来又不断收到付费短信，
“短信圈钱，也圈走诚信。这是
中央台急功近利地将其垄断的国
家意识形态的政治资源转化为商
业利益的典型案例。”⑺为了商业
利益而不惜以放弃社会诚信和道
德主体为代价，而后者恰恰是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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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国家意识形态和道德训诫所宣
扬的，这一行为无疑使春晚作为
国家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代言人
的身份遭到自身的质疑和否定。
除了活动营销和事件营销之
外，植入式广告在春晚中也是愈
演愈烈。在一份2010年春晚广告
植入清单中，罗列了9项春晚需要
给镜头的广告产品和形式，在最
后注明“以上内容广告部均已签
订广告合同”。这种大规模的广
告植入在春晚播出之后遭到公众
的强烈批评，乃至被调侃为“请
不要在广告中插播春晚”⑻。春晚
这种大规模的广告展示和商业操
作直接影响着它的意义表达，这
种言行的矛盾不仅偏离了春晚产
生之初的本意，而且严重影响了
春晚作为愉悦大众和国家意识形
态代言人的合法性地位，这成为
当代春晚广受诟病的一个深层次
原因。
春晚是一台教化的晚会，也
是一台圈钱的晚会，广告带来的
巨额收入使春晚成为央视品牌下
名副其实的聚宝盆。两者看似在
合谋中达成共赢，但在春晚话语
的深层叙事结构中，春晚在奉行
教化的同时却以自身的行为方式
构成对道德的否定，金钱的准入
原则使春晚的道德训诫大打折
扣，其本身作为道德训诫的主体
已出现合法化危机，圈钱背后的
物欲主义以“润物细无声”的方
式腐蚀着教化代表的道德主义。
同时这也意味着，“今天的国家
民族主义需要市场的赎买了，一
方面意识形态必须建筑在市场价
值上，另一方面对意识形态话语
权的垄断和追逐可以直接转换成
对市场的占有，市场的背后是风
云变幻的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图
景，抢占不同的意识形态山头正
是市场经济逻辑的体现。”⑼正是
在这种意义上，春晚政治宣扬和
道德教化的意义叙事被其本身过
度商业化运作的形式所消解了。
三
综上，春晚话语是一个有关
春节的特定意义体系，这一体系
来自传统民俗、民族国家、商业
资本三重权力话语的共同建构，
由此形成一个集民间狂欢化和仪
式性、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商业
叙事三位一体的复调架构。其
中，仪式性与狂欢化从民间社会
的维度确立了春晚的初始内涵；
个体—家庭—社会—民族国家的
伦理价值链，从现代社会的维度
为解码春晚的外延意义提供了一
种主导阐释结构；商业话语则从
市场维度，为春晚的意义生成与
表征提供了资本支持与市场化运
作。这三重维度在春晚的话语场
域内三位一体，共同建构了一个
复调式的意义体系。
然而在另一方面，这三重话
语维度互不相同的叙事逻辑决定
了它们在意义叙事之间又相互抵
牾、互为解构，致使春晚在一个
复调话语中构成互相冲突的悖
论。一方面，由于春晚的政治
化、市场化趋势，政治话语与商
业话语的合流与强势不可避免地
削弱了春晚狂欢化的心理体验，
晚会的官方意志和政治修辞代替
了民间的自由狂欢和传统仪式，
世俗的商业诉求解构了神圣的除
夕时刻，使得晚会的守岁仪式和
群体狂欢流于形式化和浅薄化。
从本雅明的意义上说，由于国家
意识、商业诉求、媒介技术等现
代权力形式的介入，春节作为传
统社会的民俗活动，其“灵韵”
赖以存在的历史语境和心理机制
正日益受到消解，以传统家庭为
中心的仪式化和狂欢化面对现代
社会的大众现代性改造正日益消
失。另一方面，政治话语与商业
话语也并非总能通过合谋达成双
赢。从根本上说，商业资本的介
入所倚重的正是央视春晚垄断的
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资源及其传
播途径，这也正是春晚展开民族
国家意识形态叙事的资本来源。
然而，逐年暴增的商业资本的
介入，导致商业力量对春晚的多
方参与并逐步深入，从硬性广告
到营销策划、植入式广告，浓厚
的商业气息不仅冲击着春晚的传
统民间内涵，其强大的商业逻辑
同样对有关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
阐释结构造成意义的消解。晚会
中的政治叙事在赤裸裸的广告话
语面前顿然失去严肃的意义，民
族国家意识形态面对的是商业广
告意识形态的同台竞争，对主流
价值的宣扬与社会道德训诫在春
晚追逐经济利益这一商业化运作
背景下也显得缺乏说服力，春晚
的商业化本身就论证了道德和价
值是在资本市场化的基础上展开
的。
而作为节日的主体，大众在春
晚包含的民族国家意识形 态和商
业话语的双重挟持下已无法发出
由衷的欢笑，处于“被”狂欢、
“被”消费的境地，他们只能采
取戏谑、反讽、揭秘、黑色幽默
等反向解码来表现对这种强制话
语的抵抗，这最终导致春晚的复
调话语体系实际上成为一个意义
表征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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